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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官进入边疆: 清初以降川边康区的行政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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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清代的行政建制中，隶属于四川省雅州府打箭炉厅的川边康区为土司辖地。清末，该区域改土归流，
废除土司制度，建立州县体制。民国以降，历经“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特别行政区”和“西康省”的行政建制，直
到 1950 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川边康区一步步从封建王朝的土司辖地转变为现代国家之同一化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单
元。在这一边疆转型的历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流官大规模进入，以取代王朝时期的世袭土司，
成为基层政权的领导者。综观这一历程，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国家试图将“土著精英”改造为“国家官员”，以吸纳进正
式的行政体系的尝试和努力。这种尝试违背了流官制度的根本属性，却成为国家力量进入具有深厚地方传统的边
疆地区时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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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流官”与“土司”是两个相对的
概念。在内地以皇帝为中心，以省、府、州、县组织起
来的行政结构中，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的
各级地方官员都是以“廷择外放”之制，由王朝中央
遴选和委派的。这类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任职，也
不能在一地任职太久，因此就被俗称为“流官”。在
封建王朝时代的中国，“流官制”的边界代表的是中
央集权制度的边界。与之相对，在广阔的边疆地区，
封建王朝统治者则因循地方传统，施以灵活的统治手

段。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区，
自元代起，中央政权就实行册封土著酋领来管理土地

和人民的土司制度。这些经由朝廷正式册封的土著
酋领俗称为“土司”或“土官”，他们的家族世袭统治
所辖区域的民众。土司制度自元代正式设立起，经明
代的发展与完善，至清代初年，已形成一套详备、细密
的规范。与此同时，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几乎是一
项与土司制度的设立和完善相并进行的举措。所谓
“改土归流”，是指中央王朝废除原来由土著贵族担
任的“土司”职务，而由朝廷委派的“流官”来担任地
方官员的政策和行动。

本研究所关注之事件与进程的重要节点之一是

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它发生在清
代末年，地点是位于四川省最西端、毗邻西藏的雅州
府打箭炉厅。在本文中，这一地区被称为“川边康
区”①，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所
辖区域。川边康区的土司制度起源于元代在此设立
的“朵甘思宣慰司”，后经明、清两代秉持“多封众建”
原则之继承与发展，至清代末年，这里仅经由朝廷正

式册封的土著酋长就达 122 员，其他未受封但实权在
握的大、小头人则不计其数。1905 年，岌岌可危的西
藏局势和川边康区频繁爆发的戕官事件引发了清廷

在这一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从狭义上讲，这次“改
流”的结束时间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从广义上
讲，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 1956 年的民主改革，并直到
今天仍然构成中国国家政治中关于边疆地区政权建

设问题的重大议题。相对于历史上的多次“改土归
流”，这一次具有不同的背景、动因和后果。首先，至
清代晚期，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
的转型。此时的“改土归流”不仅是数千年华夏王朝
之中央集权体制向外扩张的长期趋势的延续，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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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是一个将以“民族—国家”形式构建的新政
体对其边疆地区的领土性质予以重新定义①。其次，
在历史上，历次“改土归流”推行之时必然是中央政
权强大之际，而 20 世纪上半期则是一个以中央政权
疲弱、地方主义盛行为特征的时期。在此情况下，割
据一方、自谋发展的地方军阀担负起边疆地区之政权
建设与族群融合的使命。
本文将对川边康区从清代初期的土司制度至清

末“改土归流”，再到民国时期的省制化进程，最后到
1950年人民解放军接管政权的历史过程予以考察，
并以“流官进入边疆”为主线，以县级行政官员之遴
选和培养为切入点，探究这一边疆地区如何一步步被

纳入现代国家的同一化行政体系。
一、粮务委员:最早的流官
清末“改土归流”是流官大规模进入康区的开

始，但在此之前，在这片土司辖地上，已经出现过 3 个
“流官”职位，分别是“打箭炉同知”、“里塘粮务委员”
和“巴塘粮务委员”。
在清代的康区，王朝在册封大大小小的土司的同

时，还设置了一类负责军粮储运的机构粮台。掌理粮
台的官员称为“粮务委员”。这一制度设计是清王朝
加强对西藏之控制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王朝与西
藏联系的加深，康区成为联结内地与西藏的通道，在

清军几次入藏作战时，这里在保障军粮、军械运输中
承担了重要的职责。
清代在康区的第一个粮台设置于打箭炉，时间是

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年) ，同时委任了第一位具有地
方官色彩的粮务委员。自此，作为流官的打箭炉粮员
( 后升格为“打箭炉同知”) 与作为土司的明正家族既
互有制约又彼此合作的“搭配”，构成了清王朝在康
区地方统治方式的典范。
雍正五年( 1727 年) 川藏划界后，川边康区的行

政地位整体升级，清廷设“打箭炉厅”，雅州府移同知
分治其地( “打箭炉粮员”撤销) ，“自理塘、巴塘以西，
直抵西藏”皆归其管辖。在这一基础上，雍正六年
( 1728年) ，康南大道上的四个重要节点———里塘、巴
塘、察木多、拉里———正式设立粮台，并派驻粮务委
员，朝廷委任的流官首次深入关外。其中，在里塘、巴
塘二处，与设立粮台同时，清廷对之前招抚的土著首

领进行了正式册封。两处首领均被授予“宣抚司”之
职，负责管辖康南大片土地和人民，从而与明正宣慰

司、德格宣慰司并称为康区的“四大土司”。至此，在
里、巴二处，同样形成了“流官”与“土司”并设的
格局。

川边康区的粮务委员这一职务一直存续至清末

“改土归流”，所任者大多是四川省的州、县官，任期为
1 －3年。就职责而言，粮务委员除负责管理当地的
军粮储备、维护交通外，还兼摄民政，并监督土司。至
少在名义上，“粮台”成为地方上与“土司衙门”并立
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在“改土归流”以前，康区仅有
的 3部地方志书———乾隆年间的《打箭炉志略》、嘉
庆十二年的《里塘志略》和道光二十二年的《巴塘志
略》，都是由这些最早的流官编修的。对传统中国的
地方官来说，编修地方史志是其重要的工作职责之

一。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粮务委员至少在心理意识上
认为自己在当地具有与内地的州、县官类似的职责
( 尽管并不具备同样的权威) 。“粮台”属于一种临时
性机构，是因应具体需要而增设或裁撤的，因此，粮务

委员也算不上是治理一方的地方官，但他们的存在还

是使遥远而抽象的“国家”在边疆地区有了一个具体
的符号。
二、流缺土司:土司制度下的新尝试
在清代的川边康区，除“粮务委员”这类明正言

顺的流官外，还有一类颇富意味的官职，即“流缺土
司”。据记载，里塘、巴塘两处的正、副宣抚司“俱属流
缺”［1］。
所谓“土司”，是对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

司、土千户、土百户等由土著酋领担任的官职的俗称。
之所以称之为“土司”，正是与州县体制中的“流官”
相对应的。因此，如果说某一个土司的职位是“流
缺”，就成为一种颇为悖谬的说法。清廷为什么要设
置这样一种兼具“土司”与“流官”特质的官职? 这类
“流缺土司”的地位又与普通土司有何区别? 这要从
里塘、巴塘两处土司的起源说起。里、巴两处的土司
世系是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年) 清军入藏经过时，由
当时的清军将领岳钟琪或废除、或招抚之前由和硕特
蒙古委派的“营官”后设立的。雍正七年( 1729 年) 四
月，已升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正式奏设在此处设立土

司，并提出: “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后代头目承
袭，请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提补。”［2］251 － 252

由此可见，里塘、巴塘这两个土司世系的首任都
不是在地方传统中形成的土著首领，而是由中央政权

任命的。在这种地方势力不够强大的地方新设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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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朝廷对这两处土司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强，因此，其

结构也就自有特色。这一特色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
一，这两处都设置了正、副两位土司，使得地方势力得
以分散，正、副土司间形成了一定的相互钳制关系。
第二，在从设置到“改流”的 170 余年间，两个土司世
系都没有完全依照“世袭”的方式承袭，而是发生过
数次转换。第三，更为特别的是，清廷还曾为里塘安
插了一位外来的土司。乾隆十一年( 1746 年) ，兵部
下达了这样一项任免令:“里塘宣抚司安本才具平庸，
短于抚奴，失地容奸。本应照例革职，姑念其办运粮
务尚为勤勉，请从宽降为副土司。宣慰司由明正土司
守备汪尔结升补。”［2］7在土司制度中，这是一个颇不
寻常的事件，它显示了中央政权对该土司世系所具有

的绝对权威，不但可以罢黜原来的土司，而且还能够

调来一位“空降兵”，担任新土司。然而，这样的做法
终究还是由于土著社会之既有结构和传统的抵制而

未能执行。3 年后，因里塘民众不服新土司，兵部复
议:“仍以安本为宣抚司，汪尔结为副。”乾隆二十二年
( 1757年) ，这位外来土司又因“侮谩里塘粮务”而被
移驻化林坪，从而离开了里塘属地。尽管这位外来土
司在里塘的时间并不长，似乎也未对当地的基层政治

产生什么影响，但他的出现代表了王朝势力试图渗透

入地方权力结构的努力。
“流缺土司”自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流
官”，但它显示了中央政权探寻从“土司”向“流官”过
渡之途径的努力。
三、改土归流:第一批流官进入
无论是“粮务委员”，还是“流缺土司”，都是土司

制度下的一种变通。直到清末“改土归流”，才开启
了流官大规模进入川边康区的历史。
自 1905至 1911年，赵尔丰主持的“改土归流”的

最直接也最长久的成果，就是在康区搭建起了新的行

政骨架。在宁静山以东，原来由四大土司统辖、122
员各级土司割据的川边康区被划分为 3 府、2 州、2
厅、12县共 19个行政单元。
在新的行政建制下，赵尔丰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是为新设各行政机构遴选合格的流官。光绪三十四
年( 1908年) 二月的一份上谕对川边设治的人事作出
如下安排:“需用人员，准由四川省慎选调派，厚给薪
资，优定奖励，均准其携带眷属，各令久于所

事。”［3］166 － 167对此，赵尔丰很快作出回应，要求扩宽选
调人员的范围，“准其在内地各省广为选调”，“果系
才堪大用之员，无论在川省、他省，一律奏请调边务差
遣。”［3］173 － 174这一要求获得了批准。据统计，赵尔丰

在康区改流设治，先后从内地省份选调赴边任职的官

员，自正三品到从九品，共计 110 员。此外，还有医
药、教育、工程等专业技术人员近 200 名，办事司事、
司书员生等数百人。［4］572

这些调任赴边的官员是康区历史上第一批真正

意义上的流官。他们的背景都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官
僚体系中的成员，通过科举考试或捐纳而进入仕途，

在不同的地方和职位上流动。选拔的方式亦符合传
统体制，即由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从全国范围的候选

人中挑选合适人选，向朝廷上疏奏调，由朝廷批准任

命，符合“廷择外放”的定章。
四、从“知事”到“县长”: 新政权的行政建制
1913年，全国统一县制，“改土归流”时期新设、
拟设各行政单元全部正式设县，县治机关称为“县公
署”，掌理县署的长官称为“县知事”。国民党执政
后，在 1928到 1932年间，各县的“县公署”更名为“县
政府”，“知事”改称“县长”。
从 1914至 1927 年，川边康区的行政建制为“川

边特别行政区”和短暂的“西康特别行政区”，地方最
高长官是由北京政府委任的“川边镇守使”和“西康
屯垦使”。在这段时期，川边康区的县级行政建制基
本处于停滞状态。一方面，县公署的规制相当单薄，
除“县知事”以外，仅设课员三名，分掌案牍、征收和庶
务。另一方面，由于“川边镇守使”的位置上人员“走
马灯”似地轮换，县知事的更换率也达至最高。
对川边康区的行政建制而言，1928 年是一个转

折点。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形式上实现了全
国统一，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被纳入日程。9 月 7
日，国民政府发布了新设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
海、西康 6个行省的政府令。其次，刘文辉在四川省
的军阀混战中驱逐刘成勋，将川边康区划入自己的防

区。自此以降的 23 年，刘文辉始终担任这一地区的
最高行政长官，川边康区在省级行政上结束了频繁的

人事变动，进入稳步推进阶段。

表 1 1912 －1927年 6县知事任职时间

县份 历任知事数量 平均任职时间

康定 不少于 13 不足 15个月
道孚 不少于 18 不足 11个月
炉霍 不少于 14 不足 14个月
甘孜 不少于 14 不足 14个月
理化 不少于 17 不足 12个月
巴安 不少于 18 不足 11个月

6县合计 大于 94 不足 1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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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32 －1949年 6县县长任职时间

县份 历任知事数量 平均任职时间

康定 12 18个月
道孚 7 －9 24 －31个月
炉霍 5 －7 31 －43个月
甘孜 11 20个月
理化 6 36个月
巴安 8 －10 22 －27个月

6县合计 49 －55 24 －26个月

表 1 和表 2 是对各类资料中涉及各县知事( 县
长) 的材料进行整理而得到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分别

列举了 1912 － 1927 年和 1932 － 1949 年间，在 6 个政
府控制力相对较强的县份中，县知事( 县长) 的任职

时间。在第一阶段中，各县县知事的平均任职时间约
为一年。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县一年之内几易知事，
每任知事仅任职数月。在第二阶段中，各县县长的平
均任职时间显著延长，并出现了不少在川边康区长期

任职的县长。例如范昌元于 1937 － 1946 年担任德格
县长长达 10年，再加上之前在白玉县担任县长 3 年，
在瞻化县担任县长 1年，他在川边康区的县长职位上
14年。张楷在瞻化县和定乡县分别任职 8年和 4年，
张朝鉴在理化县任职 8 年，黎可行在邓柯县任职 8
年。另外，在第二阶段，县政府的规模亦大幅扩张，流
官数量不断增加。1934 年，在各县政府中，除数量不
定的雇员、翻译、传事、卫兵等外，正式公职人员仅 4
人，分别是县长和 3位科长。至 1937 年，在筹备西康
建省的过程中，县政府的规模得以大幅扩张，各县政

府的公职人员数量达到 15 － 20 员。此后十年间，因
部门增设，县府的规模又有扩充。至 1948 年，各县县
府的公职人员大约有 20 －25人。
五、培训干部:地方军阀的流官策略
尽管从纵向上看，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川

边康区的县级行政机构的规模和组织已大为扩展和

细化，但若从横向上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地区，尤其是

四川省内地各县相比，这里的县级行政组织仍然简单

得可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
是，在川边康区，因地处边疆、条件艰苦，要为县府中
的所有职位觅得合适人选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
此，培训干部成为川边康区主政者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5年接管川边康区的四川军阀刘成勋是第一
个以较长远的眼光来思考该地区之发展建设的人。
1926年，他在雅安设立了一文一武两所短期学校，为
其辖区培养所需的地方行政干部。其中，武校“西康
陆军军官传习所”颇具现代理念，学制两年，分步、骑、

工 3科，除抽调所领军队的下级军官入校学习外，还
采取公开考试的形式招考青年学生。当时，川边康区
有十余人参加了这个传习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

来在川边康区的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格桑泽

仁。［5］87 － 88由于在传习所的第一期学员尚未毕业之
际，刘成勋就遭到刘文辉的进攻而被迫下野，因此，他

的干部培训计划也流产。这些肄业的学员流落四方，
自谋出路，其中一部分远赴南京，考取了中央政治学

校的西康班。但总体上，这些学生并未在此后川边康
区的基层行政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真正成为川边
康区之县级行政官员主干的，是接下来主政康区的刘

文辉培养的“干部子弟兵”。
刘文辉治康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工作是他的干部

培训。他认为:“求才异省，不但数量有限，不足分配，
且如沙里淘金，苟非独具慧眼，必难识别真才。不如
自己设班培训，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干部，

且彼此建立了师生情谊，感情相通，休戚相共。使用
起来，既能得心应手，且亦不怀贰心。”［5］98 － 99在这一
干部观的基础上，刘文辉以相当密集的频率开办了一

系列旨在培养基层干部的培训班。刘文辉开办的第
一批干部培训班是 1927 年在成都设立的“边政人员
训练所”、“财政专门学校”和“县政讲习班”。这几个
培训班的生源以招收大专院校学生为主，毕业后即派

往各县，从事具体工作。后来在西康省的县长中政绩
颇著的范昌元、张楷、张朝鉴等都是因参加这批培训
班而进入康区的［5］99 － 100。刘文辉的“干部战略”中最
重要的一环是 1937 年在康定举办的“县政人员训练
班”，简称“县训班”。“县训班”共有学员 72 名，其中
公开招考大专院校学生 60 名，调集在职干部 12 名，
时称“七十二贤人。”［5］178“县训班”的学员毕业后，被
分发至各县，担任秘书、科长等实职，少数学员直接担
任了县长。后来在康区担任县长时间较长的黎可行、
欧阳枢北、郑祖培、任汉光、张镇国、彭蔚文、朱刚夫、
许文超等都出自这个“县训班”［5］180 － 182。刘文辉开展
的最大规模的干部培训是 1941 － 1945 年间的“西康
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省训团”是应国民党中
央之命令而设立的，却正好应和了刘文辉培训干部的

需要，共举办了 11 期，每期两个月，几乎将全省的各
级干部全部轮训完毕。
刘文辉的“干部战略”固然是其个人执政智慧的

体现，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它彰显出一种“地方主
义下的边疆整合”的悖谬情形:在 20世纪上半期的中
国边疆地区，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是一个坚

持“地方主义”但没有“分离主义”的群体。他们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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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中央政府的集权化压力的过程中，推进了边疆社会

的政权建设与族群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这一
在地方主义目的下发展起来的干部策略，克服了“流
官制度”的固有缺陷，使得川边康区拥有了多位“不
流动”的“流官”。
六、叠床架屋:土流并置的康区政权
在“流官进入边疆”的进程中，另一个关键问题

是如何安置原来的“土司”，“流—土”关系构成了地
方行政建制推进的最重要线索。
在“改土归流”中，赵尔丰对旧土司并不苛刻。

只要土司们不抵抗官军，并上缴印信，他们都由清廷

授予了世袭的“汉官”衔，如“都司”、“守备”、“千总”、
“把总”等，并获养赡银两。这种方式是清代在西南
各土司辖地改流的通例。
在废除了土司名号，又在新划定的州、县级行政

单元派驻了流官后，还需要在县以下的基层社区中建

立起新的行政网络。赵尔丰规定，所有新设治的行政
单元，都在其辖区内根据地理方位和历史上形成的区

域界线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路，并在各路置“保
正”一名;在各路之内，每约百户划为一村，设“村长”
一名。根据改流章程，这些作为基层政权中枢的“保
正”和“村长”，应采取“公举”的形式来选拔，并由县
府任命。至于这些新职位是否可由原来的土司、头人
担任，赵氏并未禁止。事实上，保正、村长的设置正好
对应了土制时代之土千户、土百户的级别，在大多数
地方，旧土司、头人都转而成为了新制度下的基层政
权代理人。
民国时期，尽管“改土归流”中划定的各行政单

元都保留了下来，各县知事亦大体就位，但在缺少了

赵尔丰时代强大的军力和财力的情况下，之前被废除

名号的旧土司们又恢复了势力。
1918年，“类乌齐事件”发生后，藏军占领了邓
柯、德格、白玉、石渠各县，之前被废除的德格土司多
吉僧格之子泽旺登登重新承袭了土司职位。川边镇
守使陈遐龄担心紧邻德格的甘孜等处会受到藏军的

诱惑，遂将赵尔丰收缴的印信号纸发还给该处的原土

司，准其世袭。于是，康北甘孜地区的土司复辟［4］10。
除恢复职位外，陈遐龄自然也不会吝惜赋予这些旧土

司一些新的官职和权力。当时，在川边康区的各处都
组建了土兵营，原来的土司和有实力的头人皆被加委

“土兵营长”。有此职衔的土司、头人包括孔萨土司
恩珠宜美、白利头人邓德杰、绒坝岔头人阿都翁噶、东
谷土司赐儒登真等［4］10。这些“土兵营长”的职务在
刘文辉接管康区及后来西康省政府成立后得到了延

续。1932年，川康军收复德格，刘文辉对泽汪登登仍
予厚遇，年仅 17岁的小土司担任了邓、德、白、石、同 5
县团练督察长之职。1934 年县制改革后，泽汪登登
兼任德格总保，1937 年，进一步获委西康省第四区保
安副指挥兼德格保安总队副总队长之职。
考察民国时期川边康区的地方“官衔”，可划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县政府里的公职，如县长、秘书、科
长、督学等，这类官职就是传统的“流官”衔，是一种全
国通行的职位。担任这类职位的都是外来的流官，由
省级行政机关委任，且需具备学历等方面的专门资

格。第二类是总保、保正、村长、保甲长等，这类也是
全国通行的职位，但属地方自治的范畴。担任这类职
位的都是土著人群，在名义上由“公举”产生。第三
类就是所谓的“土兵营长”、“骑兵大队长”等由过去
的“土司”转变而来的官衔，这类官衔是川边康区所
特有的，可以说是一种新式的“土司”衔，专门为土著
首领“度身定制”。这三类官职的划分是民国时期川
边康区行政建制的重要特征，可以用“土流并置”来
描述，它反映了县政府对其理应掌控的权力的让渡，

目的则是换取土著领袖对地方政务的支持。
七、土著县长:民国末期的新气象
从清代在里塘、巴塘设立“流缺土司”起，如何

将“流官”这种行政身份与“土著”这种族群身份结
合起来，就是一个上自中央政府，下至经边大员不断

探索和尝试的问题。至 20 世纪上半叶末期，川边康
区出现了几位“土著县长”。尽管他们的任职时间
很短暂，以致政绩无从考察，但这一现象本身即显示

出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在现代行政体制中，“流官”
已脱离了其产生之初的“避籍”的含义，而是代表
“国家公务员”的职业身份。“县长”不同于“保
正”、“村长”这类地方自治范畴内的职务，他们是真
正的“国家公职人员”。原则上，他们除领取国家的
俸禄外别无收入，他们接受国家的任免，有固定的任

期、绩效考评体系和职业晋升路径。因此，“土著县
长”的出现，反映出国家在整合边疆的努力上迈出
了试探性的、但却是关键的一步。
在几位“土著县长”中，最典型的个案是 1948

年就任巴安县县长的江安西。在川边康区的政治舞
台上，江安西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与同为巴安人的

格桑泽仁、刘家驹并称“巴安三杰”，是川边康区土
著人群跻身“国家精英”行列的代表人物之一。与
以土司、头人等世袭贵族为代表的“传统土著精英”
相比，江安西属于通过接受现代教育而实现向上层

社会流动的“新式土著精英”。1930 年，刘文辉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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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西康特别行政区”在南京设立了“西康民众驻
京办事处”，积极发动康区青年赴南京、北平求学。
江安西就是在这时与几十个康区青年一起考入了南

京的中央政治学校。“江安西”这个名字也是在南
京读书时，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取的。当时，戴院长
为 10 个来自巴安的学生取汉名，最后一个字都是
“西”，被称为“巴安十西”，寓含了对他们毕业后建
设西部边陲的期望。
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江安西并未出现在川边康

区地方政治的舞台上，他主要是以“西康旅外人士”
的身份在南京、重庆、成都等处活动。短暂回康的经
历是 1935 年在诺那活佛的“西康宣慰使公署”中任
职，成为“诺那事变”的参与者之一，事变失败后，则
离开康区。直到 1947 年，江安西就任国民党巴安县
党部书记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巴安分团干事长，才

再次回到康区，并且回到他的家乡巴安。1948 年，
江安西被西康省政府任命为巴安县县长，在自己的

家乡任职。从各个角度看，江安西就任巴安县县长
都算得上将“土著精英”与“国家官员”这两种身份
相融合的一次创举。然而，在这个职位上，江安西的
处境似乎并不比他的“汉人”前任们更好。1949 年，
在写给上级呈文中，他描述了征粮时遇到的困境:

“窃查本县东区六玉十五村，民性犷悍，素称难
治。……职用尽心力，不惜重奖，费时两月余，亦仅
能收起少数。”①

将“土著精英”改造为“国家官员”是 20 世纪上
半期川边康区政权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然而，如
果土著精英成为国家的代理人，他在地方社会是否

还具有原来的影响力? 这仍是一个未解的困境。
八、民族干部: 1950 年的转向

1950 年 3 月，中共西康区党委在《关于康藏区
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实现民族平等，区域自治，逐
渐取消汉官制度为我党之重要的民族政策，也是实

现民族团结，结束历史上的大汉族主义的重要

步骤。”［6］89 － 97

1950 年 3 月到 1951 年 8 月，当时的“西康省藏
族自治区”所辖的 21 个县中，除色达县外，全部成
立了县人民政府，并协商选举出县长 1 名、副县长 1
－ 3 名。这些县长和副县长全部为土著社会的旧土
司、头人，统称为“民族干部”。
无论是民国末期的“土著县长”，还是新中国初

期的“民族干部”，都代表了现代中国力图将“国家
官员”这种政治身份与“土著首领”这种地域与族裔
身份结合起来的努力，但二者的重点却大相迥异，其

关系也颇为复杂。以江安西为代表的民国“土著县
长”的首要身份是“国家官员”，这是贯穿 20 世纪上
半期康区行政体制建设的长期努力的结果。与之相
对，新中国初期的“民族干部”则更多强调了其作为
少数民族代表的族裔身份，其基础是“结束历史上
的大汉族主义”这套全新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从国家政体与边疆建设的思路来看，二者体现出本

质的差异; 但在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

大历史中来看，两种思路的背后都是“国家政权建
设”的重大命题。

1956 年初，康区民主改革开始后，先后爆发了
武装叛乱。叛乱平息后，“流官”再次“进入边疆”。
同时，土著社会在“阶级斗争”的洗礼后，下层民众
成为新的地方精英，并担负起“国家代理人”的角
色。现代中国关于边疆地区之政权建设的议题，开
始了新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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